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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及其代价
———透视浙江县政扩权的新视角

李金珊 　叶 　托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过去三十年里 ，浙江通过县政扩权改革发展出了一套有效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主

要内容包括 ：利用省管县财政体制扩大次省级政府的范围 ；实施一系列以 GDP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
策 ；推行以扩大强县经济管理权限为主要内容的强县扩权以及相应的人事制度改革 。正是这套激励结

构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互利耦合关系培育出了浙江发达的块状经济 。但是 ，随着市场供求关系

从供给短缺转变为产能过剩 ，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稀缺转变为资本溢出 ，由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和

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等问题使浙江经济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因此 ，适时地发展出

新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来推动次省级政府的行为转型 ，对于浙江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

［关键词］县政扩权 ；约束条件 ；块状经济 ；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Costs ：
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Reform of ″Expanding the Powers of County

Government″ of Zhejiang Province
Li Jinshan 　 Ye Tuo

（College o f Public A dministration ，Zhe 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７ ，China）

Abstract ：Over the past ３０ years ，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made reforms to
expand the powers of the county government ，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rough a financial system of province directly‐administrated counties ，implementing
grow th‐oriented fiscal policies ，enlarging the economic power of rich counties ， and reforming
personnel management system ． The reform measures have built an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s ．There is a mutual coupling effect between the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the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private economy such that the
county‐level econom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have been sufficiently rapid ．In such circumstances ，
the county‐level economies of Zhejiang Province are shaped by many prosperous massive
economies ，each divided along county boundaries ．This led to regional segmentation and weakened



cities摧 ability to gather production factors ．In the meantime ，the shortage of market supply has
been replaced by exces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capital scarcity replaced by capital spillover ．For
the purpose of achieving a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ndustry ， it is essential to
design a new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s ．
Key words ：expanding the powers of county ；constraints ；massive economy ；incentive structure

for sub‐provincial government

一 、引 　言

２００９年 ７月 ，财政部发布的枟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枠明确提出 ，２０１２年底前 ，

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 。很多学者认为 ，推进省直接管理县

财政改革很可能只是县政扩权的起步 ，最终目的是要以全面的省管县体制替代原来的市管县体制 。

这一政策的推行离不开必要的理论准备 、政治经济条件和实践探索 。自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

以来 ，理论界展开了对 １９８３年开始全面推行的市管县体制的有力批判［１ ２］
。任卫东和吴亮将市管

县体制的弊端概括为三大“漏斗效应” ，即财政漏斗 、权力漏斗和效率漏斗［３］３２ ３３
。而王吉平更是列

举了市管县体制的十大“罪状”
［４］３２

。与市管县体制呈现出诸多弊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一直实施

省管县财政体制与积极推行强县扩权改革的浙江省培育出了全国最活跃的县域经济 。进入 ２１世

纪后 ，政治经济条件的变迁使浙江省的示范效应被大大催化 。在城乡统筹发展的时代背景下 ，经济

发展进入了由偏重城市经济向城市经济和县域经济并重的阶段转换 ，因此发展县域经济具有战略

意义 。发展县域经济的要求最终转变为省级政府改革县政体制的内在激励 ，江西 、吉林 、山东等省

陆续仿效浙江省推出了县政扩权改革试点 。

遗憾的是 ，虽然各地都在仿效浙江省进行县政扩权 ，很多和县政扩权有关的关键问题却尚未真

正弄清楚 ：第一 ，县政扩权到底如何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摆脱了市政府的束缚 ，县政府伸出的到

底是“攫取之手”还是“援助之手” ？第二 ，县政扩权的作用难道仅仅在于成功避免了市管县体制的

各种弊端吗 ？实际上 ，浙江的县政扩权改革之所以获得较大的成功 ，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设计了一种

有效促进县域之间竞争的激励机制 。第三 ，县政扩权纠正了市管县体制的弊端 ，难道就不会产生其

他新弊端 ？诚然 ，过去三十年的浙江经济高速发展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忽视 ，近几年

来浙江经济的发展遭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难题 ：低水平模仿和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 ，产业升级困难 ，

企业外迁增加 ，中心城市的聚集能力和辐射能力不足等 。如果对上述问题没有很好的认识 ，仿效浙

江推行县政扩权改革无疑只会“得其形 ，失其神” 。

本文试图回应上述问题 ，并提出一个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来解释浙江县政扩权取得的成就和面

临的挑战 。笔者认为 ，浙江省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和近几年出现的发展难题都与浙江的县政扩权有

密切关系 。本文据此分析县政扩权给县政府带来的正面和负面激励 。在浙江县政扩权的初期 ，正面

激励（收益）要远远大于负面激励（代价） ，但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 ，负面激励所带来的损失正逐渐增大 。

二 、县政扩权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 ，转型国家之间的经济绩效差异吸引了众多学者投入对政府治理 、法律秩

序等制度因素的跨国比较研究 。在解释中国经济改革为何获得与众不同的巨大成就时 ，财政分权

和地方竞争成为了研究重点 ，并且产生了丰硕的成果［５］
。然而 ，绝大多数的此类研究将地方分权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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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的分权 ，忽略了省以下分权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重要命题 。这一

假设并不牢靠 ：省级政府的职能仍是制定宏观政策 ，经济建设的具体领导者和体制改革的微观操

作者还是省以下政府 ，而且主要是次省级政府 ，因为再次一级的政府仅拥有相当有限的行政和财政

资源 ，缺乏自由的行政意志 。

（一）县政扩权与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实际上 ，中国省以下分权一直没有具体划一的制度安排 。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只划分了中央与省

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 ，却没有对省以下的财政体制作出任何安排 ，省以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均是由各

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自主处理的 。正是这种自主性让浙江政府得以不严格遵循分税制改革所提

出来的“一级政府 ，一级财政”原则而保留了省管县财政体制 ，并持续推行四次“强县扩权”改革 ① ［６］３０
。

类似中央对省的分权构成了省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 ，省以下分权也形成了省以下政府行为的激励结

构 ，而多样化的省以下分权制度则意味着不同省的省以下政府可采用不尽相同的激励结构 。从这个

角度看 ，浙江县政扩权改革的本质便是浙江省政府给次省级政府提供的一个独特而复杂的激励结构 。

首先 ，通过省管县财政体制扩大次省级政府的范围 。在压力型体制下 ，一省的经济发展绩效往

往取决于次省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以及相应的次省级政府行为 ② 。 对于浙江省来说 ，由于从

１９５３年以来一直坚持省管县财政体制（除了“文革”后期） ，县政府拥有与市政府相同的财政权 、主

要人事权和部分行政权 ，因此县政府与市政府同为次省级政府 ；而其他省份（除了海南省和台湾省）

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到 ２１世纪之初的大部分时间内普遍实施全面的市管县体制 ，所以只有市政府可

称为次省级政府 。过去 ，我国地级市的经济实力普遍较弱 ，难以发挥“市带县”的作用 ，在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之后 ，市县之间的经济发展又呈现出明显的竞争关系 。浙江省

将县政府纳入次省级政府的范围不仅防止了“市剥削县” ，也适应了由市场经济发展自发带来的县

市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关系 。

其次 ，实施一系列以 GDP 增长为导向的财政政策 ，形成对次省级政府的财政激励效应 。从

１９９５年开始 ，浙江省对所属 ６８个市县（不含计划单列市宁波市及其所属县）实施“抓两头 ，带中间 ，

分类指导”的财政政策 ，根据经济水平差异建立了不同的激励机制 ：对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亿元的县

（市） ，实行“亿元县上台阶”政策 ；对贫困县和次贫困县 ，实行“两保两挂”政策 ；对经济发达或较发达

县（市） ，实行“两保两联”政策 ；对地级市实施“三保三挂”政策 ③
。这些激励兼容机制 ，即将县（市）

增收和省对县（市）的财政补助挂钩 ，将县（市）增收和地方官员的奖励挂钩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良好

效果 ，如浙江省从 １９９５年起对 １７个贫困县和次贫困县实施了“两保两挂”政策 ，同年底便有 １５个

县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

再次 ，推行以扩大强县经济管理权限为主要内容的强县扩权 ，形成对次省级政府的行政激励效

应 。从 １９９２年开始 ，浙江省先后进行了四轮强县扩权改革 ，陆续将大部分地市一级的经济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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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第五轮的“扩权强县”改革也已于 ２００８年底启动 。 由于该轮改革启动不久 ，且在有些重要方面区别于前四轮改革 ，所以本文

暂不讨论 。

压力型体制的主要特征是“靠各级行政组织从上到下规定各种指标任务 ，并靠各级行政组织从上到下根据这些规定的指

标任务来考核选拔干部” ，“带有靠行政命令推动的计划体制的痕迹” 。 可参见荣敬本 、崔之元等枟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

作体制的转变 ——— 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枠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第 ２ 页 。

“亿元县上台阶”政策 ，即对首次上亿元的县（市）一次性奖励 ３０万元 ，以后每年以 ３ ０００ 万元为一个台阶 ，每上一个台阶一

次性奖励 ２０ 万元 。 “两保两挂”政策中的“两保”即保证完成中央两税（增值税和消费税）任务和保证完成当年财政收支平

衡 ，“两挂”即一挂体制补助随地方收入增长的 １ ∶ ０ ．５ 比例增长 ，二挂个人奖励为地方收入增长的 ５％ 。 “两保两联”政策

中的“两保”内容与前者相同 ，“两联”则为一按增收额环比奖励发展资金 ，二按增收额环比奖励个人 。 “三保三挂”政策即

在“两保两挂”基础上增加“一保一挂” ：一保所辖县（市）当年财政收支平衡 ，一挂城市建设补助与全市范围内增收额挂钩 。



限赋予部分经济强县（市） 。大多数学者都将强县扩权视为省政府帮助县（市）政府进一步摆脱市管

县体制制约的手段 。这种角色固然重要 ，但强县扩权还扮演了另一种重要角色 ，即通过特别奖励强

县（市）来激励弱县（市）追赶强县（市） 。拥有相当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力对于县（市）来说 ，不仅

意味着在地方经济发展方面的自主性增强 ，还象征着自身行政地位的提升 。在浙江省的四轮强县

扩权中 ，强县的范围一直是动态变化的 ：１９９２年是萧山 、海宁等 １３个县（市） ，１９９７年则缩小为萧

山 、余杭两个县（市） ，２００２年又扩大为 ２０个县（市） ，２００６年则只针对义乌市 。每一次改革均会带

来不同的激励效果 。 １９９７年的强县扩权促成了萧山经济的爆发式增长 ，其他县（市）“眼红不已” ，

不断要求享受同等待遇 ；２００２年的强县扩权相当于省政府集中表彰了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经济发

展绩效突出的县（市） ；２００６年则使义乌成为了“全国权力最大县” 。

最后 ，推行与省管县财政体制和强县扩权相匹配的人事制度改革 ，形成对次省级政府官员的晋

升激励效应 。对于晋升激励效应 ，周黎安评价道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的地方官员之间围绕

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和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
［７］３８

。财政激励和

行政激励无疑构成了次省级政府行为的重要动力 ，但县（市）党政一把手除了关注地方的财政收入

和行政权力之外 ，可能更加关心自身的利益 ，而这种利益集中体现于官位晋升 。从 １９８３年起 ，浙江

省县（市）党政一把手均直接由省委任命 ，他们的晋升与地方经济增长绩效密切相关 。根据浙江省

委组织部对 ２０个经济强县（市 、区）的情况分析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年担任书记的共有 ５６人（不含现职） ，

其中有 ４４人被提拔重用 ，占 ７９％
［８］１７

。 ２００６年 ，浙江省将提高义乌市主要领导人的行政级别列为

第四轮强县扩权的重要内容 ，对义乌市和其他县（市）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了强烈的激励作用 。

一系列的县政扩权政策构建了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而该激励结构对县政府的激励强度要

远大于市政府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浙江县域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和政府因素 。该激励结构

促使浙江县域经济具有三个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特征 ：一是县域经济的综合实力出类拔萃 。国家统

计局发布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中 ，浙江省的百强县数量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年一直高居全国首位 。二是个

别县（市）的经济实力超越了其所属的地级市 。以 ２００６年为例 ，义乌市的 GDP 、人均 GDP 和财政
收入均超过金华市区 ，平湖市 、海盐县的人均 GDP也略微高于嘉兴市区 。三是区别于市的财力差

异状况趋同 ，县（市）的财力差异状况趋异 。用人均财政收入差异系数来表征各地的财力差异状况 ，

则市县不同的财力差异趋势如图 １所示 ：

图 1 　 1997 — 2005年浙江地级市和县（市）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异系数 ①

（二）县政扩权与特定情境

县政扩权为浙江的次省级政府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激励结构 ，但并非决策者在政策制定之前便

能准确预测到一切且精心策划一切 ，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 ，省政府与县政府逐步意识到县政扩

权政策和次省级政府行为之间的某种相关性 ，进而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一种良好的默契和互

动关系 。因此 ，简单地在县政扩权和浙江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建立某种必然的联系明显是一种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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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研究态度 ，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县政扩权在形成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中的作用 ，必须重视

对该制度的特定情景分析（contex t‐specific analysis）［９］ 。
为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制度或政策能够逐渐获得自己的生命 ，并又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而进行

变化［１０］１４ １６
。从制度演进的视角看 ，无论是省管县财政体制还是强县扩权 ，其初衷均不是为了构建

一个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然而最终却“意外”促成了这一结果 。 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时 ，浙江省

三十多个发达县市的财政收入就占全省财政收入总量的 ７０％ 。相比较而言 ，地级市在全省经济财

政收入中的分量远远不如其他省份那样重要 ，而且浙江地域狭小 ，地级市和县的数量均较少 。在这

种情况下 ，如果实行市管县财政体制 ，其结果必然是两难选择 ：要么削弱省对地级市的控制力和影

响力（损失集权能力） ，要么大幅提高省在财政总盘子中的分成比例（损失地方积极性） 。保留省管

县的财政体制是浙江省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理性行为 ，而且还产生了外部效应 ，即为构建县域

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奠定了基础 。强县扩权也有类似的特征 。事实上 ，１９９２年第一轮强县扩权并

非是省政府对强县的奖励 ，也不是强县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扩权的要求 ，而是浙江省为了“增强我省

邻近上海几个县（市）对浦东开发区辐射的吸纳能力” ① ，所以其扩权对象是邻近上海的县（市） 。直

到 １９９７年的强县扩权 ，省政府才比较明显地赋予了行政激励的意图 。 １９９７年 ，杭州市为扩大市区

范围 ，吞并了萧山市和余杭市的部分经济强镇 ，萧山市的工业产值由全省第一降至第七 。为了弥补

划镇调整对两市带来的不利影响 ，萧山市和余杭市联合向浙江省提出了扩大经济管理权限的要求 。

浙江省不愿因此事影响全省县（市）的发展积极性 ，便同意了两市的要求 。可见 ，强县扩权最终成为

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是一个制度功能的变迁过程 ，而特定历史环境则深刻地影响了该过程 。

任何激励结构的背后均会有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竞争和博弈关系 ，且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由

县政扩权构建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蕴含固有的危机 ，即侵犯了地级市的“合法”利益 。虽然中

央政府没有对省以下的分权作出明确规定 ，但是按照中央出台的一些原则和全国的通例 ，市管县才

是“合法”的 ，这意味着该激励结构存在政治张力 。地级市政府曾借助中央决定全面推行“市领导

县”体制的时机 ，在 １９９３年和 １９９４年先后以省管县财政体制是浙江中心城市经济实力不强的主因

和分税制的“一级政府 ，一级财政”原则为由 ，要求具有管辖县级财政的权限 。 ２００６年 ，国家行政学

院调研组在调查中发现 ，有些已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并未到位［１１］２６
。当相互冲突的省 、市 、县三方

为了使激励结构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政治张力将使激励结构的内容 、规则和程序不断变

化 。浙江省政府没有因为改革中的质疑而变动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但迫于地级市的压力和加

快建设中心城市的需求 ，作了不少妥协和让步 。 １９９９年 ，浙江省政府对地级市实施“三保三挂”政

策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年 ，温州 、台州和杭州先后“吃掉”了邻近的经济强县 。时至今日 ，县政扩权带来的

政治张力始终没有撕裂有利于县域经济发展的激励结构 ，但无可否认的是 ，每一次的冲击均对该激

励结构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

（三）县政扩权与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

仅仅考察县政扩权与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之间的关系 ，还不能发现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全

部秘密 。世界银行的枟１９９１年世界发展报告 ：发展面临的挑战枠曾提出 ：“发展的核心是政府与市

场的相互作用 。”“当市场和政府协调一致地运行时 ，就会取得惊人的成就 ，而当它们相对立时 ，则会

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
［１２］１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都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

只有两者的互利耦合才能产生最佳的经济发展效果 。

浙江省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自发生成的民营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 ，禁锢在计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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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之中的市场活力逐步被解放 ，浙江的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自发地从事个体经营活动 。到了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初期 ，浙江的小商品生产 、交易活动和个体经营经济呈现如火如荼之势 。在 １９８７年中央政

府认可私营经济的合法地位之前 ，浙江各地就已经采用“戴红帽子” 、“挂户”等做法保护和推动私营

经济的发展 。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宽松的

政治环境 ，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更加迅速 。 ２００１年 ，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突破
５０％ ，并在 ２００５年攀升至 ７１ ．５％ 。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浙江各级政府一直扮演“市场增进型”的“有效政府”角色 ，并根据

市场体系发育的进程及其客观要求 ，不断调整自身的职能定位和行为模式［１３］
。学界普遍认为 ，支

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是浙江政府在特定的改革初始约束条件下作出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 ，在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背景下 ，各地方政府肩负起了发展地方经济的重任 。当时的浙江 ，国有和

集体经济非常薄弱 ，根本难以指望其振兴地方经济 。以温州为例 ，１９７８年全市没有一家大型全民企

业 ，中小企业也只有百余家 ，当年 １１ ．２亿元的工业产值中 ，国有企业仅贡献 ３５ ．６％ 。这样的改革初始

约束条件迫使浙江政府放弃依靠公有资本来发展地方经济 ，而转向支持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 。

省级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想法需要借助特定的次省级政府的行为模式才能转变为推动民

营经济发展的实际行动 。如果特定的次省级政府的行为模式不具备“市场保护型”的特征 ，那么上

述转变过程将会遭遇阻碍 。然而 ，浙江通过县政扩权构建起来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恰好满足

了民营经济发展对“市场保护型”政府的需求 ，这种一致性使县政府伸出的是“援助之手” ，而非“攫

取之手” 。其结果是 ，由县政扩权构建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和浙江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特征之间

的这种互利耦合关系促使浙江经济发展呈现出第二个重要特征 ，即发达的块状经济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后 ，浙江的县（市）政府纷纷借鉴温州 、台州 、义乌等地商品市场“带动一片产业 ，活跃一地经

济 ，富裕一方百姓”的经验 ，积极推进专业市场建设 ，形成了专业市场在全省遍地开花之势 。截至

２００３年 ，浙江省工业总产值在 ５０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 ３５个 ，１００亿元以上的有 ２６个 ，２００亿元

以上的有 ６个 。这些块状经济往往以县（市）为单位进行集聚 ，全省 ８８个县 、市 、区中 ，有 ８５个出现

了块状经济 ，总产值 ５ ９９３亿元 ，约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 ４９％ 。块状经济越发达 ，县域经济发展就

越具有独立性 ，越试图摆脱市管县体制的束缚 ，也进而增强了县政扩权的动力 。

三 、约束条件变动与县政扩权的代价

对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有利的制度对另一个时期则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效果 。制度的有效性

取决于它对约束条件的适应程度 ，而约束条件也会随着制度的建立和延续而发生深刻变化 ，因此制

度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它适应这些变化的能力 。改革开放至今 ，浙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

经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 ，但是县政扩权并未适应这一变化 ，进而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征兆 。尽管

近些年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势头并未减弱 ，却已存在很大的隐患 。

（一）约束条件变动与经济转型悖论

在县域经济繁荣的背后 ，浙江经济发展一直存在隐忧 ，那就是浙江经济长期停留在粗放型增长

状态 ，低水平重复和过度竞争成为现阶段浙江县域经济的一大特征 。尽管浙江省政府早在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就有意识地强调产业升级转型的战略意义 ，但这一意图总是遭遇现实的困境 。更加令人

疑惑的是 ，经济转型的主要约束条件已发生较大的变动 ，但是产业却迟迟未升级 。

１畅 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 ：从供给短缺到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初期 ，计划经济体制内生的短缺经济为浙江发展低层次 、低成本的制造业提供了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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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国内需求日益得到满足 ，浙江民营企业又发掘

了另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 ———外贸出口 ，将生产过剩的产品销往海外 。借助先发优势和组织优势

（即以县为单位的产业集群） ，浙江产业集群在全国出类拔萃 ，其中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４０％ 以上的

产品就有 １６０多种 。但是 ，这些产业集群集中于技术含量不高的低端行业 ，进入门槛低 ，很容易模

仿和复制 。目前 ，浙江经济赖以发展的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其一 ，国内需求由改革开放初期

的全面短缺变为目前的结构性短缺 ，即高技术 、高加工度的产品迫切需要依靠进口 ，低层次 、低成本

的产品出现产能过剩 。其二 ，国际需求越来越受到人为的限制 。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５ 年 ，浙江遭遇来自美

国和欧盟等提起的贸易摩擦案件 １２５起 ，其中反倾销调查涉案 ８４起 ，金额近 １５亿美元 ，占全国反

倾销总涉案数和涉案总金额的 ４０％ 以上 。一旦国内和国际的市场供求关系同时发生激烈的异动 ，

浙江的县域经济必然会遭遇重大危机 。

２畅 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 ：从资本稀缺到资本溢出

浙江的块状经济是在资本稀缺的约束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 １９５２ — １９８０年 ，浙江全民所有制单

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１３４ ．０２亿元 ，仅占全国总投资额的 １ ．５６％ ；１９５３ — １９７８年的 ２６年中 ，浙江

人均获得的国有投资仅 ４１１元 ，居全国末位 。在这种情况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

必然选择 ，而产业集群的组织形式又解决了资本稀缺带来的规模问题 。在经历三十年的高速发展

后 ，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大大提高 。但是 ，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

提升 ，浙江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并没有相应地升级 ，而是出现了资本溢出现象 ，即积累的资本远远超

过省内现有产业的容纳程度 ，过剩的资本为了寻求“利润”不断地流往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 ２００５

年 ，浙江省银监局公布的枟浙江企业省外投资情况调查报告枠指出 ，３ ．３万个在浙企业在省外投资额

高达 ３ ０００多亿元 。更典型的是 ，还有浙江炒房团 、炒煤团等巨额游资 。

由此看来 ，浙江经济转型正在面对一个悖论 ：一方面 ，由于产能过剩 ，县域经济陷入了长期低

成本竞争的陷阱 ，浙江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大量资本来推动产业升级 ；另一方面 ，由县域经济发

展而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并没有反哺浙江的产业升级 ，而是“出逃”省外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持续

下去 ，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继续吸引浙江的资本 ，中西部省份也凭借劳动力和资源优势诱使浙江民

营企业走出浙江 ，浙江的经济将有被“掏空”的可能 。

（二）县政扩权的代价

浙江经济转型为什么存在这样一个悖论 ？究其原因 ，以块状经济为特征的县域经济是一个分

散的 、低资本密度的发展模式 ，根本容纳不了过多的资本 ，而浙江省中心城市的要素吸纳和集聚能

力并不突出 ，因而只能任凭资本溢出 。这是县政扩权的代价 。

１畅 区域分割

县与市 、县与县之间的独立性和竞争性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确实有力地推动了块状经

济的蓬勃发展 ，但是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从供给短缺转为产能过剩 ，要素禀赋结构从资本稀缺转为资

本溢出 ，区域分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逐步扩大 ，最终成为产业升级难以实现的关键因素 。县政扩权

赋予县政府发展经济的自主性 ，使其对地级市的依赖相对较小 ，同时县与县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因行

政区域分割而相对独立 ，由此浙江经济形成了“蜂窝状”的特征 ，每个块状经济都成了封闭的或自成

体系的经济实体 。这些块状经济以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产业为主 ，往往只需要整合单个县域的要

素就能释放巨大的产能 ，极少需要跨区域的协作和分工 。由于不存在跨区域协作的经济动力 ，县政

扩权又大大削弱了地级市统筹各县发展的行政权力 ，县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通常忽视与其他区域之

间的协调以及重复建设所带来的资源浪费 。区域分割和产业分割相互强化导致块状经济“锁定”于特

定的产业 ，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区域间的优势互补 ，从而不利于推进产业升级 。积累的资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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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用于扩大产能来追求低额利润 ，另一部分由于超出了县域开发容量而被迫另觅“财路” 。

２畅 中心城市的要素集聚能力不强

由县域经济发展而积累起来的资本大量“出逃”省外 ，没有向浙江省内的中心城市聚集 ，是因为这

些中心城市缺乏强大的要素聚集能力 。以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３年为例（表 １） ，浙江地级市财政收入占全省财

政收入的比例仅为 ５０ ．６９％ ，而广东 、江苏和辽宁则均超过 ６０％ 。县政扩权是浙江中心城市要素聚集

能力不强的重要原因 。其一 ，县政扩权延滞了极化效应的自然进程 。赫希曼指出 ，经济增长空间传递

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效应 ：“滴流效应”和“极化效应” 。滴流效应是指增长极区域影响其他区域经济发

展的一种有利过程 ，而极化效应则反之 ①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大多数地级市作为经济增长极 ，尚处

于极化效应起主导作用的时期 。地方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 ，往往借助市管县体制“刮县” 、“卡县”以强

化地级市的极化效应 。浙江通过县政扩权成功避免了这种扭曲行为 ，但也带来了另外一种扭曲行为 ，

即区域分割延滞了极化效应的自然进程 。县政扩权带来的区域分割 ，特别是市县分割 ，导致了中心城

市难以通过市场机制自然地集聚要素 。其二 ，由县政扩权构建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对地级市政

府的激励强度要远小于县政府 。县政扩权的政策意图在于增强县政府发展县域经济的自主性 ，地级

市政府在这一改革中扮演了“利益受损者”的角色 。再加上省政府没有构建出一套针对地级市政府

的 、与县政扩权同样有效的激励结构 ，地级市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动力明显不如县政府 。

表 1 　 2002 — 2003年浙江和广东 、江苏 、辽宁的地级市财政收入比较 单位 ：％

省份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３年 平均

浙江 ４９ 痧．７４ ５１ L．６３ ５０ 烫．６９

广东 ６５ 痧．７０ ６８ L．０３ ６６ 烫．８７

江苏 ６９ 痧．３７ ５４ L．８０ ６２ 烫．０９

辽宁 ７０ 痧．１８ ６４ L．７７ ６７ 烫．４８

　 　 资料来源 ：省财政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的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的枟中国统计年鉴枠（中国统计出版社） ，地级市财
政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编的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４ 年的枟中国城市年鉴枠（中国城市年鉴社） 。

四 、结 　语

如果说浙江省前期的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县政扩权所带来的县域经济繁荣的话 ，那么下一步

改革的重点就是如何减少县政扩权的弊端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 ，浙江通过县政扩权发展出了一套

有效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正是这套激励结构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形成的互利耦合关系极大

地促进了浙江县域经济的发展 。随着市场供求关系从供给短缺转变为产能过剩 ，要素禀赋结构从

资本稀缺转变为资本溢出 ，县政扩权的弊端越来越凸显 。如果浙江不能适时地发展出新的次省级

政府的激励结构来促进次省级政府的行为转型 ，那么次省级政府的行为很有可能从前期的“援助之

手”变成“阻碍之手” ，使浙江难以实现产业升级 。虽然我们尚未完全明白浙江应该构建一个什么样

的新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以及如何构建起这个新的次省级政府的激励结构 ，但它至少应该包

含以下内容 ：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有利于跨区域的要素自由流动 ；解决次省级政府之间的协调

与合作问题 ；增强发展中心城市的激励等 。

（感谢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枠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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